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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气候变化正加速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

自1990年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启动以来，气候变化问题持续升温，迅速从国际

政治的边缘向中心转移，今年以来的变化尤其明显，其标志是：

第一，今年上半年，由IPCC编制的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的三个工作组报告相

继问世(IPCC是1988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世界气象组织联合成立的“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英文缩写)。IPCC评估报告的政策效应极强。IPCC的第一次

科学评估报告于1990年发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即

于1992年签署；第二次报告于1995年出台，1997年就有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京都议定书》；第三次评估报告于2001年发布，《京都议定书》则于2005年正

式生效。第四次评估报告将于今年陆续发表，这预示着今后国际气候机制的谈判

将更加激烈。

第二，气候变化议题成为今年大国外交博弈的焦点。4月17日，在英国等西

方国家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首次讨论了气候变化议题。作为国际气候变化谈

判中的主导力量，欧盟在不久前决定，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的基础

上减少20%。在今年的G8峰会上，德国将气候变化议题列为首要议题，并建议发

达国家执行强制减排计划，使2050年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减少50%，将

未来40年中全球气温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美国于今年5月31日抛出了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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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强调，气候变化问题属于非传统安全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因此，虽然它可以

在安理会中讨论，但更适合在联合国大会和经社理事会中处理，从而将其顺势纳

入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我们应敢于并善于引导气候变化的讨论，使之更多地反

映中国的主张，比如推动发达国家加大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保节能技术的力度等。

第二，加大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对外宣传力度。近年来“中国环境威胁

论”泛起的背景之一是国际上对我政策和形势的误解。2007年6月22日，荷兰环

保署公布了一份报告。它声称，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6年已超过美国，中

国已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该说法虽存在不少疑点，但迅速成为了西方主流媒

体的重大新闻。此前的6月3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节能减排的综合性工作方

案，决定建立政府节能减排工作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但是，外界对此了解

甚少。因此，我国在该领域的对外宣传工作亟待加强。

第三，加强与印度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战略合作。中印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

立场相似。建议先举行中印两国间的学术会议，探讨具体的合作方式和内容，时

机成熟后再建立中印高层气候变化战略对话机制。

第四，加大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促进气候变化的政策研究。外交部可设立相

关课题，整合国内的研究队伍。

最五，应以软硬两手同时体现我国的意愿和立场。在“软”的方面，一是在

国内切实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二是以更积极的姿态开展清洁发展机制(CDM)项

目，三是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四是更积极地参与各种区域性的气候变

化合作机制。在“硬”的方面，一是强调中国在目前不接受量化减排温室气体的

义务，二是强调发达国家在2012年后应继续率先承担减排义务，三是坚持发达国

家应以发展中国家能承受的价格转让环保节能技术。

最后，鉴于不量化减排和量化减排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弹性空间，应加强

对这方面的可行性研究，以增强我国在未来气候谈判中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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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决定邀请全球15个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自今秋起举行

一系列会议，争取在2008年底前共同设立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最近，中国

和印度也分别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政策声明。

第三，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国际舆论和社会精英关注的重中之重。在2005年达

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来自世界各领域的领军人物投票选出了世界最棘手的六大

问题，气候变化仅次于贫困和公平的全球化而位居第三。在2007年的投票中，气

候变化上升为第一。

全球气候博弈日趋激烈，其实质是：各国在承认地球资源和承载能力有限的

前提下，力图在未来世界的能源、资源分配和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分配中，获得

尽可能大的份额。这种博弈将决定未来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各国在未来世界经

济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二、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外交面临重大挑战

不久前，我国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它列举了包括“对中

国现有发展模式提出了重大挑战”在内的七大挑战。在这七大挑战之外，应对气

候变化其实也对我国外交提出了重大挑战，主要如下：

第一，对中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的重大挑战。环

境保护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而气候问题又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环境问

题。因此，保护气候是做一个负责任大国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应有之义。中国温室

气体排放已居世界第二，且还在迅速增长。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国际社会对中国

的期待和要求与我国已采取和宣布将要采取的应对措施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反

差。我国面临的国际压力既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来自为数不少的小岛屿国

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加大应对力度，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和通过国际

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将受到很大影响。

第二，对中国传统国家利益观的挑战。对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什么政策

和立场最符合我国长远和根本的国家利益，国内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存在不同理

解，远未达成共识。传统上，我们强调的是狭义的国家利益。但在刻不容缓的气

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叠部分在增加，我们需要树立新

的国家利益观。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今天国际社会的环境意识大大加强，西

方工业化时期可以自由向大气层排放污染的时代已一去不返，我国必须走出一条

既符合自己长远利益、又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三，对我国安全观的挑战。我国政府2002年发表的《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

立场文件》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安全的涵义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其

内容由军事和政治扩展到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等诸多领域。”在2004年的国

防白皮书中，我国首次将可持续发展列为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之一。由此看出，

我国已将环境问题看作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气候问题应属安全问题范畴。但

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于今年4月首次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时，我国代表指出该问题

主要是可持续发展问题，明确质疑安理会讨论这一问题的合理性。这一表态在国

际上引起了种种议论，有人提出中国立场是否前后矛盾的问题。

第四，对中国多边环境谈判策略的挑战。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

全球性多边环境谈判基本上是在南方发展中国家与北方发达国家之间展开。在谈

判初期，发达国家对环境的关注要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且更有求于后者，谈

判形势往往对发展中国家有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是环境问题的

最大受害者”的观念广泛传播，发展中国家对环境的关注也大大提高。同时，随

着谈判议题的日益复杂，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逐渐暴露，南北阵营的划分渐失

实际操作意义。涵盖约28%的发展中国家的小岛屿国家联盟与欧盟立场相似，主

张采取最激进的减排措施。1998年，阿根廷和哈萨克斯坦等发展中国家不顾其他

发展中国家的反对，率先提出自愿减排承诺。在发达国家之间，欧盟与美国为争

夺气候变化机制的主导权针锋相对。气候变化谈判中各种利益的交错对我国从南

北关系角度制定谈判策略的习惯做法提出了挑战。

第五，对我国的外交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挑战。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是冷战后最

重要的多边外交谈判之一，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在已有的500多个国际环境协定的

谈判中无出其右。只有加强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才能为我国的谈判提供强大的智

力支撑。目前，我国在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方面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但在政策

研究方面相当落后。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和决策的脱节制约了我国在国际气候变

化谈判中的作用和空间。

三、对策建议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我国外交的基本目标应是：在确保中国的基本发展权

的同时，采取积极措施，有效化解国际压力。对此，具体建议有：

第一，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宜疏不宜堵。过去，我们在国际上总是力图淡化和

回避气候变化问题。事实证明，“堵”的做法效果不好，容易让我们陷入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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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气候变化正加速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

自1990年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启动以来，气候变化问题持续升温，迅速从国际

政治的边缘向中心转移，今年以来的变化尤其明显，其标志是：

第一，今年上半年，由IPCC编制的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的三个工作组报告相

继问世(IPCC是1988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世界气象组织联合成立的“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英文缩写)。IPCC评估报告的政策效应极强。IPCC的第一次

科学评估报告于1990年发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即

于1992年签署；第二次报告于1995年出台，1997年就有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京都议定书》；第三次评估报告于2001年发布，《京都议定书》则于2005年正

式生效。第四次评估报告将于今年陆续发表，这预示着今后国际气候机制的谈判

将更加激烈。

第二，气候变化议题成为今年大国外交博弈的焦点。4月17日，在英国等西

方国家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首次讨论了气候变化议题。作为国际气候变化谈

判中的主导力量，欧盟在不久前决定，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的基础

上减少20%。在今年的G8峰会上，德国将气候变化议题列为首要议题，并建议发

达国家执行强制减排计划，使2050年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减少50%，将

未来40年中全球气温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美国于今年5月31日抛出了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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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强调，气候变化问题属于非传统安全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因此，虽然它可以

在安理会中讨论，但更适合在联合国大会和经社理事会中处理，从而将其顺势纳

入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我们应敢于并善于引导气候变化的讨论，使之更多地反

映中国的主张，比如推动发达国家加大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保节能技术的力度等。

第二，加大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对外宣传力度。近年来“中国环境威胁

论”泛起的背景之一是国际上对我政策和形势的误解。2007年6月22日，荷兰环

保署公布了一份报告。它声称，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6年已超过美国，中

国已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该说法虽存在不少疑点，但迅速成为了西方主流媒

体的重大新闻。此前的6月3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节能减排的综合性工作方

案，决定建立政府节能减排工作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但是，外界对此了解

甚少。因此，我国在该领域的对外宣传工作亟待加强。

第三，加强与印度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战略合作。中印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

立场相似。建议先举行中印两国间的学术会议，探讨具体的合作方式和内容，时

机成熟后再建立中印高层气候变化战略对话机制。

第四，加大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促进气候变化的政策研究。外交部可设立相

关课题，整合国内的研究队伍。

最五，应以软硬两手同时体现我国的意愿和立场。在“软”的方面，一是在

国内切实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二是以更积极的姿态开展清洁发展机制(CDM)项

目，三是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四是更积极地参与各种区域性的气候变

化合作机制。在“硬”的方面，一是强调中国在目前不接受量化减排温室气体的

义务，二是强调发达国家在2012年后应继续率先承担减排义务，三是坚持发达国

家应以发展中国家能承受的价格转让环保节能技术。

最后，鉴于不量化减排和量化减排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弹性空间，应加强

对这方面的可行性研究，以增强我国在未来气候谈判中的主动权。


